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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蘇花高的興建源起係於一九九○年由李登輝前總統所提出之「產業

東移」政策，工商業界倡議興建蘇花高速公路，該項政策歷經了幾次的

總統大選、縣市長及立法委員選舉，乃至於地方選舉，此項政策都僅止

於規劃和環境評估之階段。本文採用 Sabatier 和 Jenkins-Smith 的倡導聯

盟架構之理論，係因其兼顧理論的廣度與深度，深度係指政策次級系統

概念之提出，廣度則涉及政策變遷過程當中，行動者的信仰系統與價值

觀點的變項，該架構適足以檢驗蘇花高這項政策議題之演變過程。本文

所欲探討的命題如下: 第一，透過學者專家介入所產生之政策導向學

習，經過社會輿論的發酵，對於政策目標之達成並無有效助益。第二，

在贊成與反對聯盟激烈競逐之情勢下，政策掮客的出現並無助於政策議

題之解決。第三，政策菁英之規範性深層核心信仰並不會因為重大事件

之影響而改變，但其政策信仰則有可能因而改弦更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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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系統是串聯國土空間架構的軸線，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交通

運輸需求成長快速朝高速化、高運量、高品質及無障礙發展。惟因時代變

遷、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意識之多元化，加以近年來交通建設規模涉及之

問題比以往複雜，如環境意識抬頭、用地取得困難等，皆影響交通建設之

執行，而導致即使當年經過詳盡完善規劃分析而選定的政策，產生延宕、

不合時宜抑或無疾而終（洪淑宜，2000：4）。是以，公共政策由於經常事

涉「人治」與「高度不確定性」，使得傳統的政策規劃必須去注意理性分

析所不能解決的政治課題，本文的蘇花高研究個案適足以詮釋人治與不確

定性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的重要性。

前行政院長謝長廷於二○○五年六月下旬在行政院管控協調會上提出

新十大建設檢討修正案，宣佈「國道五號蘇花段高速公路」1 等五項計畫緩

辦，再度將蘇花高速公路導引進入另外一波興建與否的爭論。對於政府所

宣稱「暫緩興建」蘇花高速公路是基於地方民意和經濟發展需求、以及環

境保護和生態保育之通盤考量，無論是中央與地方、行政與立法、還是經

濟與環保，多方拉鋸的過程主導整個政策議題之發展，而蘇花高所引發的

政策爭議正可以運用政策倡導聯盟架構進行深入的理論分析。

台灣過去的經濟發展是以中央山脈為界，「前山」與「後山」，或是

西部與東部的發展大有不同。在中央山脈的花東縱谷間及太平洋所共同築

起的天然藩籬，從主政者的角度來看，這是一條「拓荒」的道路，但是從

在地原住民的角度來看，卻是一條被征服、被殖民的道路（張岱屏，2003：
24-25）。同樣的路，不同的詮釋，也隱藏了不同的權力位置與觀看角度，

正如最近十多年來蘇花高速公路所屢屢掀起的論戰過程，也隱含對花蓮民

眾對於所謂「後山」的期待。

對於蘇花高興建與否的案例探討，筆者尚未發現有其他文獻對於本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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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進行政策倡導聯盟架構之研究（魯炳炎、張永明，2005），或以政策導

向學習、政策掮客、以及政策菁英信仰系統的角度分析該議題。有鑑於此，

本文針對國道五號蘇花段高速公路之案例，結合政策倡導聯盟架構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簡稱 ACF）之理論，檢視以下三項命題：

第一，透過學者專家介入所產生之政策導向學習，經過社會輿論的發酵，

對於政策目標之達成並無有效助益。第二，在贊成與反對聯盟激烈競逐之

情勢下，政策掮客的出現並無助於政策議題之解決。第三，政策菁英之規

範性深層核心信仰並不會因為重大事件之影響而改變，但其政策信仰則有

可能因而改弦更張。

在一九八○年代台灣的經濟奇蹟之後，蘇花公路在時效上、使用量上

皆己不敷使用，更無法帶動東部的經濟發展，一九九○年當時的李登輝總

統提出「產業東移」政策，開啟工業東進的步伐。在國民黨執政時期，蘇

花高速公路被列入擴大國內需求方案之一的重大交通工程，政府並視為振

興經濟的一帖良方。一九九○年二月二十三日由行政院核定交通部的「改

善交通全盤計畫」中，蘇花高即列為「環島高速公路網發展計畫」之一，

冀望建構出環島之便捷公路網。

二○○○年五月政黨輪替後，陳水扁總統為了兌現競選期間所開立的

支票，責成行政院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積極獎勵民間參與興

建蘇花高速公路，陳總統也一再表示花蓮民眾極力爭取的蘇花高工程是一

項「勢在必行」的計畫。於此，地方各界在立法院、行政院、縣政府、議

會等相關場合不斷發聲，面對民意的壓力下，當時的行政院長張俊雄還表

示政府會出資興建蘇花高，並加速動工時程。

二○○一年民進黨政府面臨執政以來第一次的縣市長及立法委員選

舉，各政黨及候選人均表態支持興建蘇花高速公路，試圖爭取認同之選票，

當時綠黨縣長參選人提出保護生態環境為競選主軸，反對蘇花高速公路的

興建，使得環保團體反對興建的聲浪逐漸獲得重視。

在此之後，行政院於二○○二年十二月二十七日核定總建設經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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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 億元，北起北宜高速公路頭城蘇澳段終點，南至花蓮縣吉安鄉，全長

86.5 公里之蘇花段高速公路。二○○三年五月，極力推動蘇花高興建的花

蓮縣長張福興病逝，又掀起一波對於蘇花高應否興建之論辯。當時政府為

擴大公共建設以帶動景氣復甦，二○○三年七月在陳總統背書下，當時的

民進黨縣長補選的候選人遂提出以興建蘇花高為主軸之利多政策，陳總統

及行政院團隊亦藉以為黨籍候選人輔選。然而，蘇花高興建與否之議題自

此之後，在環保團體的努力下，已經悄然蔓延各界，更進而逐漸蘊釀產生

政策變遷之質變。

是以，蘇花高原來規劃於二○○三年底施工，然在二○○三年十二月

十一日動工前夕，前行政院院長游錫堃視察花蓮國際機場之際，認為地方

對於興建計畫仍有反對意見，當場宣佈蘇花高暫緩興建，表示龐大的興建

經費會對中央形成負擔；同時並希望花蓮縣政府在未來的三個月內作出決

定，若地方決定不建蘇花高，中央會尊重地方意見，這在當時引發地方各

界的熱烈討論。

較近的演變有兩個事件值得關注，其一是在二○○五年十二月底由當

時的行政院長謝長廷決定從二○○七年起，以六年六百億元的預算推動「廿

一世紀東台灣領航計畫」（何國豐，2005），但該計畫的提出則被花蓮縣

各界視為取代蘇花高速公路之政策替代方案。其二則是二○○六年一月，

立法院在完成九十五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朝野協商時，國民黨黨團提案

通過決議，要求行政院應依計畫恢復蘇花高的動工，在執行立法院三讀通

過的預算之前，行政院的預算全數凍結，在蘇花高動工之後才能動支（許

哲耘、郭凱杰，2006）。

綜合過去十多年來，此項重大交通政策的決策過程可說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蘇花高的主要爭議之一是環保聯盟經歷了十幾年的努力，促成

行政院針對蘇花高做出緩建之決議，而興建蘇花高聯盟則試圖解決環境影

響評估上的限制，企圖以專業化、技術化的政策方案尋求解套；另一項爭

議點則是蘇花高的興建工程費用高達 962 億元，但其所強調的直接效益卻

遭到環保聯盟的質疑。本文在針對蘇花高之政策議題進行政策倡導聯盟架

構之理論分析前，先對於該項理論架構進行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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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策循環論的角度切入，許多公共政策的過程都是從問題建構與議

題設定開始，政策設計與合法化、政策執行，乃至於政策評估與變遷

（Hogwood and Peters, 1983；Jenkins-Smith and Sabatier, 1993）。此其中，

Goggin 等人（1990）認為政策執行是一種極度繁複的過程，第一代政策執

行以個案研究為重點，第二代以分析架構為研究重點，第三代以政府間政

策執行溝通模式（丘昌泰，2000：357；吳定，2003a：182-183），企圖整

合前述兩代的特點，從「理論建構」（theory construction）轉向「理論檢驗」

（theory testing），透過公私部門參與者的互動、結盟、議價、協商，而形

塑政策並順暢政策執行過程。在第三代政策執行的整合模式中，對於發生

於不同時間與空間的一系列行政與政治決策和行動過程，Sabatier (1988) 提
出政策變遷的倡導聯盟架構（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ACF）代替政

策執行一詞，主要原因在於政策執行過程就是改變政策內涵、政策導向學

習的過程（李允傑、丘昌泰，2003：82）。

政策倡導聯盟是建立在共同理念與相同價值基礎上，所形成的合作關

係，有如分享一個相似願景的決策目標抑或是有核心價值的公共組織

（Sabatier and Jenkins-Smith, 1999）。一九八○年代政策執行理論歷經由上

而下及由下而上的研究途徑之後，Sabatier 在一九八○年代末期進行了為數

相當可觀的個案研究（Sabatier and Jenkins-Smith, 1999: 144），在研究中發

現倡導聯盟架構的存在，並凸顯出政策次級體系的運作在政策變遷的過程

中扮演了重要的角色，由利益或是理念共享集合起來的團體組織稱之為「倡

導聯盟」（孫煒，2002：97）或是「宣導聯盟架構」（李允傑、丘昌泰，

2003：88），他們於是提出了政策變遷的倡導聯盟架構做為第三代整合途

徑之政策執行理論。

Jenkins-Smith 和 Sabatier (1993: 5) 將倡導聯盟定義為：「來自各種階

層之政府及私人機構的參與者，他們共享一套基本信念並試圖找尋操作的

規則、預算及政府人事以便達成目標」。由於所謂的倡導聯盟架構（ACF）
在國內專書、期刊的譯名多所不同，然係來自於原創學者的著作，為求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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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倡導聯盟之定義本研究將採國內學者吳定（2003a：179-180）與魯炳炎

（2004）對「政策倡導聯盟架構」的釋名為本研究之定義。

對於所謂的政策倡導聯盟架構，Jenkins-Smith 和 Sabatier 認為，政策階

段啟發的方式（stage heuristic）和傳統政策科學偏見的限制下，不足以解釋

長時間幅度的政策變遷，因此，政策倡導聯盟架構之政策變遷論點主要是

政治菁英在政策社群或政策次級系統裏，用以回應外在社會經濟和政治變

遷之互動，以政策次級系統、政策導向學習和政策變遷為概念基礎，來解

釋政策變遷和執行過程（1993：15）。

政策倡導聯盟的成員係來自各式各樣的團體抑或組織，不侷限於單一

面向、單一脈絡抑或是政府機構內，致力追求有利於己的政策目標，並尋

求制定政策過程中對政府機關發生影響力之決策人員或是團體組織的奧援

（Jenkins, 1987；Jenkins-Smith and Sabatier, 1993；Sabatier and Jenkins-Smith,
1999）。促使這個聯盟的形成是基於彼此間擁有共同的信仰及價值的基礎，

運用互助合作及資源共享的關係，使得聯盟成員間的組織更形緊密，達到

所欲追求的目標（Dolan, 2003；Sabatier, 1998）。

政策倡導聯盟架構至少有五個基本前提：第一，在政策過程或政策變

遷需要的理論，所涉及的技術資訊清晰與否，行政部門的決策扮演著重要

角色（Crandall and Lave, 1981；Mazur, 1981；Sabatier, 1978）；第二，為瞭

解政策變遷的過程需要十年以上之時間建構（time perspective）；第三，最

能理解政策或計畫的本身並不是政府機構，而是政策次級系統內的成員，

他們來自不同機構的行動者，並積極試圖影響政府之決策；第四，政策次

級系統的概念應該從傳統的鐵三角概念擴及並加入另外兩種類型：新聞媒

體、政策研究員、政策分析家（Hall, 1993；Heclo, 1978；Jordan and Richardson,
1983；Kingdon, 1984）以及政策執行者（Nelson, 1984）；第五，公共政策

或方案能被概念化為信仰系統以致於達到政策所設定之目標（Majone,
1980；Pressman and Wildavsky, 1973）。

莊文忠認為，在此架構之中，政策變遷的發生是三種過程的函數

（2003：84-89）：第一種過程是關於政策次級體系，政策次級體系是指特

定政策領域中，相關的制度和直接涉入參與政策制定過程的行動者所組成

的體系（Jenkins-Smith and Sabatier, 1993: 5；陳恆鈞，2002：58），其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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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目的在影響政策議題領域內的公共政策走向，企圖操縱政府機構之安

排，以影響與其相關的公共政策（Jenkins-Smith and Sabatier, 1993: 150）。

第二種過程是關於社會經濟條件的次級系統、體制性的統治聯盟、及對相

互競爭之聯盟提供機會或障礙的其他次級系統等所發生的改變，直接或間

接對政策造成影響，例如社會脫序或是社會運動（Eisner, 1993）、來自嚴

重的通貨膨脹（Zafonte and Sabatier, 2004: 75-107）、在稅法方面的重新調

整（Muller, 1995），抑或是能源政策的衝擊（李允傑、丘昌泰，2003：90），

均會影響某一政策與其他系統的發展方向。第三種過程則是牽涉到穩定的

四個系統變數，一是問題的基本特質，將影響政策導向學習的程度與發展

良好因果理論模型的可行性等。二是資源的基本分配。三是文化價值和社

會結構，其利益團體的政治資源，影響次級系統參與者的生活面向。最後

是基本的法律結構，憲法及其他法律規範的變動程度影響政策學習的範

圍，而分權化政治體系與自主性較高的地方政府，將透過政策實驗促進政

策學習（Dolan, 2003；Litfin, 2000；Sato, 1999；Ellison, 1998: 11-30；Sabatier
and Jenkins-Smith, 1999: 120；李允傑、丘昌泰，2003：89-90；陳恆鈞，2002：
58-59）。

Sabatier 與 Jenkins-Smith 的倡導聯盟架構提供了許多假設關於信仰系

統、聯盟穩定變項、政策變遷與政策導向學習，每個聯盟活躍於政壇並介

入國家政策的操作過程。政策倡導聯盟的架構用以解釋政策變遷，可能是

由三種方式產生。首先，政策改變有時起因於新治理聯盟或者在經濟內部

發生變化。其次，外部事件導致政策變化引發新治理聯盟或新的政策方向

抑或爲了回應次級系統內政策改變，也會發生政策倡導聯盟修改他們信仰

和行爲，政策的變遷係由各聯盟間的力量延伸所產生的變化，隨時因應角

力的競逐而有所改變。最後，透過公眾輿論的傳播與制約，政策次級系統

內的不同倡導聯盟，也會因為政黨輪替後，行動者之間相對資源的此消彼

長而進行重組。

因此，Sabatier 和 Jenkins-Smith 的政策倡導聯盟的分析架構，可提供

並探討政策變遷的一個很好觀察面向，它不但囊括了穩定的系統變數，也

納入動態的外在因素，尤其是政策次級體系內的行動者為了將本身所持有

之政策信念注入決策之中，採行各種策略和手段，在政策產出和政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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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之後，又能根據新的資訊而重新修正政策信念或資源配置，整個政策

轉化的過程一覽無遺（莊文忠，2003：87-89）。

政策倡導聯盟架構如圖 1 所示，Sabatier 對於倡導聯盟架構的修正圖

形，讓人較清楚了解倡導聯盟架構的運作，圖的左上方乃相對穩定變項

（relatively stable parameters），左下方則是影響政策變遷的次級系統之外

在動態事件（dynamic events）。相對穩定變項會和政策次級系統的外在動

態事件變項互動，而且相對穩定變項會促成主要政策變遷的共識程度，因

此相對穩定變項會和外在動態事件變項及主要政策變遷的共識程度，共同

促成次級系統行動者的限制和資源，次級系統行動者的限制和資源再進而

影響政策次級系統。接下來政策次級系統內出現了聯盟 A 和聯盟 B，各有

其政策信仰和資源，形成其各自策略中的再引導工具，但由政策掮客促成

兩聯盟共同的權威決定，權威決定形塑機關的資源和一般政策方向，最後

做出政策產出，但也產生了一些政策的影響，政策影響再反饋到兩個聯盟

的政策信仰和資源，於是整個政策次級系統又反饋到容易變動的外在動態

事件變項。

政策倡導聯盟的相互結盟有可能不是理念上的結合，或許是以經濟抑

或是組織利益為出發，在任何時機聯盟會嘗試運用各種策略來影響政府決

策，以促進聯盟本身政策目標的達成。不同的政策倡導聯盟主張與信仰皆

不盡相同。聯盟彼此之間所採行的策略可能會相互衝突，但透過「政策掮

客」（policy brokers）的中介功能就容易取得平衡的政策影響力（李允傑、

丘昌泰，2003：90），而這使得政策得以維持平衡於可接受的範圍內。

此外，該架構內所謂的信仰系統係指政策菁英份子的信仰系統，

Sabatier 和 Jenkins-Smith (1999: 130-135) 認為，政策菁英的信仰系統包含

三個層次：第一層是深度核心（deep core）或規範核心（normative core）
的信仰系統：指界定一個人其基本特性為基本的規範性與本體論思想，是

某項政策立場的哲學基礎；第二層是接近核心（near core）或政策核心

（policy core）的信仰系統：係指政策次級系統內為達到深層核心信念的

基本策略與政策立場；第三層次級觀點（secondary aspects）的信仰系統：

意指為執行特定政策的核心信仰，系統所運用工具性決策與資訊搜尋。這

三個層次當中，深度核心是最難改變的信仰概念，其次為政策核心，次要



政治科學論叢∕第三十期∕民國 95 年 12 月 139

層面要改變則較為容易（Jenkins-Smith and Sabatier, 1993: 30-32）。因此，

當政策的變遷會挑戰大多數人深層核心的信念時，成功的可能性極低。而

政策倡導聯盟為貫徹以深層核心信念為基礎所建構的政策目標，便會使用

憲政架構下所賦予的各種參與途徑，影響政府的政策活動，促其採納最有

利於該聯盟的政策工具。

1

資料來源：Sabatier 與 Jenkins-Smith (1999: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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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理論的文獻回顧之後，本節將以倡導聯盟理論架構檢視蘇花高的個

案，特別是驗證「透過學者專家介入所產生之政策導向學習，經過社會輿

論的發酵，對於政策目標之達成並無有效助益」、「在贊成與反對聯盟激

烈競逐之情勢下，政策掮客的出現並無助於政策議題之解決」、「政策菁

英之規範性深層核心信仰並不會因為重大事件之影響而改變，但其政策信

仰則有可能因而改弦更張」等三項研究命題。本文以下的理論分析係以敘

事情境為時間主軸，輔以研究命題的檢驗，取長補短，結合「類屬法」與

「情境法」（陳向明，2002：469-472），使本文的論述分析更具有說服力。

本研究個案起緣於一九九○年四月當時的李登輝總統到花蓮訪問並公

開宣示政府將推動「產業東移」的政策伊始，延續產業發展的思考決定興

建蘇花高速公路（林茂耀，2004：48）。以下本文將以時間為經，議題內

容為緯，根據 Sabatier 與 Jenkins-Smith 的倡導聯盟架構加以解析之。本文

所欲分析的兩個階段包括: 第一，二○○三年八月花蓮縣長補選至二○○三

年十二月蘇花高緩建；第二，二○○三年十二月行政院長游錫堃宣布緩建

至二○○四年十二月底，其原因在於這兩個階段內多元的策略行動者互動

關係，足以闡釋政策倡導聯盟架構所呈現出的動態決策過程。

由於前行政院游院長於二○○三年十二月十一日曾經在花蓮航廈啟用

典禮上對外宣佈緩建蘇花高，而使得地方上興建蘇花高聯盟與環境保護聯

盟之爭論白熱化。根據 Sabatier 與 Jenkins-Smith 的倡導聯盟架構，本研究

個案所涉及或參與決策規劃制定的次級系統之行動者因而包括：總統、中

央（地方）政府、立法部門與地方議會、政黨、利益團體、新聞媒體、專

家學者、乃至於工商企業界等等，其目的都是為了影響政策議題之走向，

企圖操縱政府機構的規則制定（例如環境影響評估）以及政府預算的提

撥，以達成政策目標且符合其核心信仰價值（Sabatier and Jenkins-Smith,
1999: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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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階段係自二○○三年八月二日縣長補選起至二○○三年十二月十一

日宣布緩建為止，過程雖僅有四個月左右，然而，此階段的政策變化卻極

為曲折。在花蓮縣長補選前，從行政院研考會對於花蓮民眾所做的蘇花高

民意調查可以探知，當地民眾對於興建蘇花高的重視程度，蘇花高因而列

入在中央執政的民進黨於縣長補選時期視為「牛肉」的重大政策議題，陳

水扁總統於二○○○年當選後雖對東部居民六次提出蘇花高一定會蓋的承

諾，然而在二○○三年十二月十一日卻仍然發生了游揆當眾宣佈蘇花高暫

緩興建的重大政策決定。

有關蘇花高興建的行動者可分為來自於中央、地方、以及環保聯盟等

三個次級系統所形成的聯盟，以反對興建蘇花高的環保聯盟而言，自二○

○三年六月縣長補選開始後就結合學者、專家之團體成立環境保護聯盟，

並聯合媒體、政府官員、立法院、國內環保團體等企圖達成緩建之目標，

不僅嘗試掌握媒體，發揮輿論的力量，同時也希望透過專家學者的專業論

述，產生政策導向學習之成效，進而造成政策的變遷。

就政策倡導聯盟架構而言，本階段穩定的變項為東部地區民眾長久處

於資訊不對稱的情形，以及長期以來「前山」與「後山」區域發展資源分

配不均的問題，造成地方經濟發展與西部地區落差很大，許多民眾因而期

盼蘇花高的興建可以達成繁榮願景，並提昇生活水準。就外部事件來說，

環保聯盟利用抗爭、請願、治理聯盟的改變（例如二○○○年的政黨輪替），

嘗試影響中央的政策決定，並且釋出政策替代方案以平撫社會各界之疑

慮。

綜合以上所言，本階段的蘇花高政策倡導聯盟架構如圖 2 所示，蘇花

高政策議題緩建停建之決策過程之五部曲值得詳述。第一，治理聯盟的更

替；第二，政策導向學習的發生；第三，輿論所產生的變化；第四，政策

次級系統之政策決定要緩建；第五，中央與地方興建蘇花高的政策信仰與

前一階段相比較，已經有鬆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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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為治理聯盟的更替，依照 Ellison (1998: 13) 的看法，公共政策研

究者運用政策倡導聯盟架構可以解釋政策變遷的過程。例如新的治理團隊

因為勝選而崛起、以及社會經濟情勢或技術的改變，均會影響政策執行成

效。謝深山在接受遠見雜誌的專訪就指出：「我曾在就職時告訴縣民，我

有責任維護花蓮的好山好水，一旦與經濟成長衝突，我寧願犧牲後者，來

維護花蓮的好山好水，我的立場已經很明確。」（遠見雜誌，2004：236）。

其次為政策導向學習的發生，反對蘇花高興建最重要的地方性環保團

體莫過於在縣長補選期間二○○三年六月成立的「洄瀾夢想聯盟」，其成

員多為東華大學、花蓮師院、慈濟大學的學者專家，甚至還得到許多慈濟

和門諾醫院醫師和社會賢達人士的支持。該聯盟同時與國內相關環保團體

相結合，採取策略聯盟之聯合行動。因此，從地方的環保議題擴展到串連

國內環保組織，交換近年來環保運動心得與經驗，並透過傳播媒體闡述環

保相關理念，影響社會輿論和一般民眾的意向與態度，進而產生政策導向

學習作為，一方面凝聚聯盟成員的核心價值，另一方面則嘗試改變對立聯

盟成員和支持民眾的次級觀點信仰，甚至是政策核心信仰（Sabatier and
Jenkins-Smith, 1999）。

在此階段的前期，環保聯盟的策略運用包括陳情、請願、抗爭等一連

串社會運動，以致於形成如同倡導聯盟架構的所謂外部事件，期望據以促

成社會情勢變化之情形發生（Eisner, 1993）。而相對於興建蘇花高聯盟的

沉默，環保聯盟在本階段後期相當成功的塑造出促使政府不得不正視興建

蘇花高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以及所可能付出的社會外部成本。

其三為輿論所產生的變化，環保聯盟成功地將蘇花高的議題在縣長補

選期間內凸顯出來，是以環保聯盟與興建聯盟於此階段產生此長彼消的急

劇變化，正足以驗證倡導聯盟架構「輿論」因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為

這不但會影響到民眾「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Jenkins-Smith and Sabatier,
1993: 223），從而促使民眾改變其次級觀點信仰，例如：生態工法與第三

代綠色高速公路的現代工程技術，並無法扼阻蘇花高對於環境永續發展之

破壞殆盡。而也因為自縣長補選在二○○三年八月結束之後，環保團體成

功的運用媒體、公聽會、民意調查等等一連串作為，為環保聯盟創造出有

利之情勢氛圍，致使贊成興建蘇花高之聯盟部份成員和社會大眾，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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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質疑興建蘇花高利多何在之檢討聲浪。

輿論向來是政策運作過程參與者訴求的重點之一（吳定，2003b：28），
不同的民意在政策運作過程當中，會以各種方式相互較量，以影響政策的

結果。到了本階段後期逐漸具體形成興建蘇花高聯盟與環境保護聯盟，其

間的主客易位，有可能形成政策的改弦更張。

以興建蘇花高聯盟為首的已故前縣長張福興的縣府團隊，因為縣長補

選由謝深山當選而導致縣政治理團隊興建蘇花高的意願與強度不若以往，

從而動搖興建蘇花高的政策核心理念。尤有甚之，環保聯盟呼籲緩建、停

建蘇花高的深度核心理念隨著情勢演變而更為堅持，其強度隨著具有全國

性環保與生態維護的權威專家學者陸續參與聯盟運用而大幅提高，環保聯

盟並尋求不同成員的加入，企求建立聯盟更深更廣的基礎。

特別是環境保護聯盟還積極聯合全國性的環保運動組織以及專家學者

的專業協助，橫向擴展聯盟的力量，使得緩建蘇花高所凝聚的強度愈來愈

強，並和不同環保團體或組織分享在挫敗中所學習到的經驗，調整不同的

行動策略，還提出強化台鐵電氣化和落實雙向通車，以大幅縮減台北到花

蓮行車時間之政策替代方案，透過這樣的學習經驗與策略調整過程，尋找

更能堅守他們規範性深度信仰的理念，政策導向學習情形的發生，不僅出

現在聯盟成員，也因為社會輿論的持續關注，花蓮民眾也在不同聯盟的不

斷論辯過程中，逐漸學習到相關的政策知識，在整體的政策環境內滋生蘊

釀次級觀點信仰、甚或政策核心信仰之漸次改變，如圖 3 所示。

其四與其五則是政策次級系統之政策決定要緩建，而中央與地方興建

蘇花高的政策信仰與前一階段相比較，已經有鬆動的趨勢，茲敘述如下。

環保聯盟在此階段中所使用的政策論證策略、方式以及工具頗為多樣

豐富，例如：以民調量化資料呈現的數據替代言詞激辯；以自然環境的考

量減少政治性的決策；邀集具聲望及指標性的專家學者加入；以法令規章

的專業性解說與闡釋，促成政策導向學習的產生，而且隨著時間的發展使

得聯盟成員彼此之間既有的規範性深層信仰和政策核心信仰連結的更為緊

密。在倡導聯盟架構下的穩定變數、外部事件、輿論與政策次級體系下的

政策環境中，致使政策導向學習向上驅動的力量也愈來愈強大，進而促成

影響政府決策，以達到聯盟之政策信仰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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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繪製。

相形之下，興建蘇花高聯盟在本階段所使用的政策論證策略、方式以

及工具則是僅以媒體做為平台，以縣議會和花蓮縣不分黨派的兩位立委的

發聲，以及地方工商企業團體的支持為主。對於來自環保聯盟的挑戰，興

建聯盟在本階段處於比較被動的回應，且其所使用的政策論證策略、方式

以及工具也顯得不足，這從行政院研考會於花蓮縣長補選前所進行的民調

結果與東華大學針對蘇花高的民調相比對即可得到答案。由此可知環境保

護聯盟積極的作為促使中央的政策次級系統之閣揆游錫堃宣佈緩建蘇花高

的政策，從而形成「一方全得、一方全失」的零和賽局所造成的政策衝擊

與反彈自然不言而喻，這也為下一個階段預先埋下了伏筆。

環保聯盟透過政策分析與資訊的運用，使得來自於中央政策次級系統

的前行政院長游錫堃獲知輿論的變化數據，造成蘇花高的興建政策變遷之

情勢，而蘇花高的環境影響評估也在上個階段訂出三年為期，如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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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年十二月二十六日未能正式動工或是有任何規劃路線的更動，則必須重

新進入環境差異分析，認為不會影響到環境生態變異之虞，才能再依法開

工（更生日報社論，2006/01/17：2）。

面對蘇花高興建與否的爭議不休，筆者發現在此項政策議題「政策掮

客」的出現確實能夠做為雙方理念上的溝通平台潤滑劑，這個政策掮客就

是由中央之政策次級系統下的交通部與國工局擔任的角色。交通部大都扮

演者政策的規劃角色，國工局則以政策執行者的態度來和兩聯盟進行溝通

對話，這兩個單位試圖尋求兩聯盟的平衡點，取得利益極大化之原則以獲

致政策之實施，本階段之蘇花高政策倡導聯盟架構如圖 4 所示。

在政策倡導聯盟架構的「穩定的變項」框架裡，如前所述，東部民眾

對於蘇花高的興建仍然抱持非常大的期望，反對興建蘇花高的聯盟成員，

則對於問題領域的基本屬性及自然資源的基本分配的變項，仍偏重於花蓮

的生態保育、環境保護以及當地的人文發展和生活品質，雙方僵持不下，

兩個聯盟經過上一階段的激烈對奕後更加堅持自己的政策信仰。

在「外部事件」的框架中，環保聯盟方面為了讓蘇花高政策胎死腹中

繼續保持戰果，雖然在二○○四年一月十三日花蓮縣政府委由三家媒體對

於蘇花高所做的民意調查獲得花蓮民眾高達 78% 的高支持率，2 環保聯盟

仍著力於中央之政策次級系統的政府官員與執行機關、環境評估法規以及

替代方案等等，持續向主其政的謝深山縣長施加壓力。例如：環保團體對

在中央執政的民進黨提出「恐怕要非常小心處理」的態度，藉以壓制興建

聯盟箭在弦上之政策主張，來自中央政策次級系統的交通部和國工局的技

術官僚則在相關會議場合，報以回應允諾做出蘇花高將進行更嚴格的環境

影響評估考量。

                                                 
2 TVBS

2004 1 6 7 8

1,087 1,129 1,134 95% 3% 
78% 2005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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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蘇花高聯盟為了希望確保政策之付諸執行，則以民意論壇、民意

調查等方式企求獲得輿論支持及整合地方正反兩聯盟意見，以達成興建蘇

花高的共識，興建聯盟亦運用了環保聯盟在上一階段所使用之策略，例如

公聽會、抗爭、請願等方式，來尋求政策變遷的可能性。同時，興建聯盟

也提出專業化的說帖，嘗試以生態工法與綠色高速公路之技術可行性，一

方面說服環保聯盟的部分成員鬆動其次級觀點、甚至改變其政策信仰，另

一方面則尋求交通部和國工局居間做為政策掮客之協助，希望透過中央政

府的技術官僚與環境保護聯盟成員的專業溝通和對話，減緩反對興建聲浪

的強度，甚至為緩建之後的重新恢復興建熱身。

另外，台鐵由於面臨高鐵預定二○○六年西部幹線的通車，有可能遭

遇產業邊緣化的危機，反對蘇花高 962 億的巨額投資，壓縮到台鐵的營運

空間，以及當地相關業者對蘇花高的興建持保留態度而加入環保聯盟的行

列。凡此可以驗證聯盟成員係不滿當前的決策系統忽視其所關心影響其生

存權益的重大議題，進而加入聯盟，欲透過聯盟的力量以改變敵對聯盟的

政策目標。

就本研究個案而言，這些聯盟的相互結盟有可能不是站在理念上的結

合，而是經濟或是組織利益為出發，在任何時刻裡，聯盟會嘗試運用各種

策略來影響政府的決策，以促進聯盟本身政策目標之達成，在前述分析過

程中得到印證。由於不同的倡導聯盟存在理念上的差異，對於治理工具的

選擇抱持不同的看法，無法結盟或形成合作關係，因而必須由第三者進行

協調、磋商（吳定，2003a：183），政策掮客因此而出現，其角色的重要

性則是透過中介功能以達成共識（李允傑、丘昌泰，2003：90），使得政

策結果得以維持平衡在雙方聯盟「雖不滿意，但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綜合以上所言，政策體系內之兩個對立聯盟與上一階段不同之處在

於，興建蘇花高聯盟經過上一階段緩建的衝擊後，內部各次級組織已更形

緊密合作，不但被迫正視政策變遷、甚至被終結的可能性，從而「坐而言，

不如起行」，也開始嘗試運用各項政策論證策略、方式或工具的操作技巧，

透過交通部和國工局的中介功能表達向中央政府緩建蘇花高的極度不滿，

並透過匯集地方支持興建的民意，並結合縣議會的力量，向態度消極的花

蓮縣政府施加政治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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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所謂的「政策導向學習」指的是，思想或行為意圖上一種持續性

的改變，這個改變是源於過去的經驗，而且和一個人或集體的信仰系統之

認知與實現或修正有關聯，而提出政策學習的社群則是基於特定信念，由

不同立場的個人、組織或團體所組成的倡導聯盟（Sabatier and Jenkins-Smith,
1999: 123）。3 因此，如果以本文圖 3 所示，環境保護聯盟的政策導向學習

強度而言，筆者認為興建蘇花高聯盟於此階段仿效了環保聯盟上一階段政

策導向學習的運作經驗，欲扳回蘇花高緩建的政策決定之劣勢。是以，興

建蘇花高聯盟亦產生誠如圖 5 所示之政策導向學習情況，但其強度仍不足

以造成政策轉變的大變化。同時，上一階段環保聯盟成功達到蘇花高緩建

的政策變遷後，本階段時則更順勢拉高層次要求中央主管機關提高環境影

響評估的規格標準，以進一步達成終結蘇花高的規範性深層信仰之政策目

標。

5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繪製

                                                 
3 

2002 58

Sabatier, 1987: 672



政策倡導聯盟架構之研究：以國道五號蘇花段高速公路為例 魯炳炎、張永明150

因此對於本文所欲探討的第一項研究命題：「透過學者專家介入所產

生之政策導向學習，經過社會輿論的發酵，對於政策目標之達成並無有效

助益」，根據前述的理論分析可以得知，政策導向學習及輿論的發酵的確是

會影響聯盟目標達成之重要因素，而本研究的第一項命題也因而並不成立。

過去十年來在花蓮，每逢選舉時，蘇花高應否興建的議題總是一而再

會被提出討論，隨著政治因素消失抑或輿論等「機會之窗」結束，此項攸

關花蓮地區經濟與觀光產業之長期發展，以及維護地方生活品質和環境生態

保育的大戰亦隨之沉寂。直到二○○○年五月政黨輪替後，由陳水扁帶領

的執政黨將此計畫正式排入中央政府的政策議程，才又型塑出興建聯盟與

環保聯盟角力場域戰線之延長。在此政策背景下所衍生的兩個聯盟及政策

掮客之政策次級體系已經儼然形成，而多元的策略行動者彼此間的相互結

盟關係未必是理念上的結合，而是從經濟或是團體組織的利益為出發，聯

盟成員嘗試運用各種策略去影響政府的決策制定，以促成聯盟之政策目標。

於此，興建蘇花高聯盟與環保聯盟達到其政策目標所使用之策略工具

在本階段期間已可以說是進入短兵相接，不分軒輊的地步，從而出現

Sabatier 與 Jenkins-Smith (1999: 116-177) 所謂「政策掮客」的中介者如圖 6
所示。屬中央政策次級系統內的交通部與國工局，在此充分發揮其政策

6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繪製。

中央政策次級系統

興建蘇花高聯盟 環境保護聯盟

政策掮客

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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掮客的中介功能，建立雙方專業對話的溝通平台，同時周旋於興建蘇花高

聯盟、環保聯盟以及中央（行政院和立法院）與地方（縣政府和縣議會）

之政策次級系統之間，尋求政策最大公約數的可能共識，並研擬出具體的

政策替選方案，茲更進一步詳述如下。

擔任政策掮客的交通部及國道高速公路工程局負責政策目標的各項折

衝協商之中介作為，身為政策掮客的交通部與國工局一方面相繼提出交通

改善方案，例如第三代高速公路的生態工法及縮短北迴鐵路行車時間等政

策建議方案，以滿足興建蘇花高聯盟對於交通順暢的期盼與發展觀光促進

經濟之實現，另一方面則企圖同時達成環保聯盟所要求的環境生態保存和

人文生活品質等需求。

在案例的研究過程當中，筆者一度認為，交通部和國工局扮演政策掮

客的角色，無異是「球員兼裁判」，然而根據筆者進行內容分析法的結果

而論，此等憂慮誠屬不必要。4 如圖 7 所示，政策掮客的出現，或許可以促

使對立的聯盟或組織，在協商溝通的平台上進行政策論辯，異中求同，以

獲得共識型的政策論述，並制定出不同聯盟都「雖不滿意，但能夠接受」

之決策方案。

綜合以上所言，筆者研究發現，政策掮客的出現在本個案分析中特別

彰顯出其改變政策菁英等聯盟成員在次級觀點、乃至於政策信仰上的政策

立場和主張，如前所述，當可回應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命題：「在贊成與反

對聯盟激烈競逐之情勢下，政策掮客的出現並無助於政策議題之解決」，

本命題因而無法被接受。以本研究個案分析而言，在聯盟對立情勢緊繃、

激烈競逐之時，彼此透過理性對話與辯論的情況並不多見，此時由扮演政

策掮客的交通部及國工局居間調和鼎鼐，提出政策配套措施或是政策替代

方案，的確有助於政策議題之解決。

由於蘇花高政策議題尚停留在贊成、反對聯盟及中央與地方之論辯階

段，從而引發政策困窘的情況，最終政策議程是否能夠順利付諸施行抑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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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然而止，尚須視未來影響政策變遷之外在因素—相對穩定與動態事件變

項、社會輿論、政策導向學習程度以及政策菁英信仰等多變數而定。當然，

這仍須取決於中央政策次級系統的主管機關行政首長、行政院長甚或是總

統的最後拍板定案，而這些將是影響政策掮客執行成效至關重要之政治因

素，實非本研究在此所能夠進一步分析或探討。

7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繪製。

在政府興建蘇花高這項重大的交通政策議題討論過程當中，生態環境

保護與經濟發展一直是雙方爭論焦點中的焦點，本文以下就其間對立倡導

聯盟的行動者及信仰，劃分為政策制定的三個時期，茲分別詳述如下。

首先，「前政策制定時期」是在二○○○年五月政黨輪替以前之時期，

多元的政策行動者可概分為李登輝總統、中央政策次級系統（國民黨）、

地方政府、專家及工商企業界。由於中央山脈阻隔，形成「前山」與「後

山」之生活水準之落差，政府決定闢建蘇花高係因地方引頸企盼，隨即在

花蓮當地形成一股興建的風潮，結合民眾長期的期盼，因而很順暢的成為

中央政策次級系統

興建蘇花高聯盟 環境保護聯盟

政策掮客

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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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的討論議程。

其次，「政策制定時期」為二○○○年五月至二○○三年十二月的時

期，行動者為陳水扁總統、中央政策次級系統（民進黨）、地方政府、中

央與地方的立法部門，乃至於此時期成形競逐的興建蘇花高聯盟和環境保

護聯盟。本階段為政府為提昇國家整體競爭力，遂提出「八一○○，台灣啟

動」、「六年國建計畫」、「五年五千億－新十大建設案」，其中基於東

西均衡發展的政策理念，遂賡續提出開闢蘇花高速公路，同時建構環島公

路網之政策規劃方案。

而自二○○三年十二月至二○○四年十二月則列為「蘇花高緩建時

期」，社會輿論、新聞媒體以及地方民意於此時期加入了對立聯盟的競逐

興建和反興建之政策目標，行政院希望花蓮縣政府能夠重新整合民意，儘

速達成興建的共識。而花蓮縣政府則要求在興建蘇花高的同時，應一併考

量地區整體發展。此外，環保聯盟則結合成員的力量，運用新聞媒體及各

種場合向行政院及立法院提出抗議，希望將 962 億元轉為投資地方建設。

如果進一步探討以上三個時期可以發現，不同時期有不同的行動者，

而不同治理聯盟的規範性深層信仰或許不易改變，但其對於政策的次級觀

點，甚或政策信仰則可能因為情勢的演變而有所變化。例如環保聯盟在「政

策制定時期」聯合專家、學者以及輿論所形成有利於營造出緩建的政策環

境，進而提出在達成共識前暫緩興建蘇花高之建議，以時間換取空間；專

業有說服力的政策論述之產生，係環保聯盟內部成員經過如何將專業語言

轉換成為政策語言之學習過程，以達成其政策信仰目標。綜合以上所言，

前述三個時期，其各別政策行動者及其信仰系統，則整理如表 1 所示。

建立一套基準與信仰的行動以獲致政策目標之實現是倡導聯盟成員共

同努力的目標，而信仰是由三個層次的結構所形成（Peffley and Hurwitz,
1985）: 核心信仰是指基本價值與信念，例如環保聯盟追求人類永續發展

的環境，而興建聯盟追求的是經濟福祉的不斷提昇；其次政策核心信仰代

表了聯盟的承諾與基本價值優先權，以及進行的政策領域抑或是政策次級

系統，諸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對於花蓮未來長期發展的相對重要性或是

相對優先性；而次級觀點則是會隨著政策議題的重要性或是各種影響因素

的演變而可能變動不居，其具體作為在於修訂法令、預算的分配與機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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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調整等等（Sabatier and Jenkins-Smith, 1999: 121-122）。基於以上所言，

以興建蘇花高速公路的政策議題而言，興建聯盟與環保聯盟之間的政策菁

英信仰結構內容因而大相逕庭，如表 2 所示。

1

2000 5

行 動 者 信 仰

李登輝總統、中央政府、

執政黨（國民黨）、專家

及工商業界

李前總統為「產業東移」倡導者，1990 年要求交通部

遂規劃蘇花高速公路連接北宜高，建構環島公路網。

2000 5 2003 12

行 動 者 信 仰

陳水扁總統、執政黨（民

進黨）、中央政府

為提昇東部競爭力，提出「東部優先」均衡發展之策

略，列入新十大建設，總工程費用 962 億元。

立法部門、地方政府

興建蘇花高聯盟

交通為建設之母，花蓮人對改善交通有很深的期望，

因此，極力爭取蘇花高，為花蓮帶來新的發展契機。

立法部門、學者

環境保護聯盟

強調推動新的經濟產業觀念，以兼顧環境生態思維永

續經營，建立優質環境與多元文化為目標。

2003 12 2004 12

行 動 者 信 仰

中央政府

強調政府重視東部並將蘇花高列入新十大建設，因地

方行政、民意機關首長及環保團體有不同聲音，希望

地方政府重新整合民意，儘速達成共識。

立法部門、地方政府、

興建蘇花高聯盟

輿論、媒體

要求興建蘇花高的同時，應一併考量花蓮整體發展，

經以公共論壇、委請媒體辦理民調，近八成民眾贊成

興建蘇花高。

立法部門、學者、

環境保護聯盟

輿論、媒體

多次在各種場合向行政院、立法院等提出抗議，並質

疑蘇花高對環境生態破壞等五項爭議，另提出五大建

設因應，希望將 962 億元轉為投資地方建設。

資料來源：筆者仿自魯炳炎（2004）之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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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聯盟類別

追求之信仰結構
興 建 蘇 花 高 聯 盟 環 境 保 護 聯 盟

深層核心
東部地區民眾追

求 之 生 活 目 標

提升東部地區經濟生活

水準

追求生活品質，保有「人

文化成」的理想

府 際 關 係
中央政府應協助地方並

建立相關配套措施

中央政府應廣納不同聲

音

利害關係人的參

與 程 度

蘇花高速公路規劃由來

已久，其動員層面較為廣

泛

係由專家、學者及環保聯

盟所組成之政策社群
政策核心

經 濟 發 展

解決北迴鐵路一票難求

問題，促進農業及觀光產

業

無法提升經濟繁榮，並將

衝擊特有之生存利基

預 算 執 行 方 式 興建蘇花高速公路 地方五大建設因應
次級觀點

環 境 保 護 強調以生態工法實施 進行更高規格環境評估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本文將政策倡導聯盟政策菁英的信仰系統結構劃分為「興建蘇花高聯

盟」與「環境保護聯盟」，過去十多年來涉及此議題之聯盟信仰系統，則

以「深層核心」、「政策核心」、「次級觀點」陳述之。在政策菁英的信

仰結構中，首先，雙方規範性的深層核心信仰為：以東部地區民眾所追求

之生活目標為本質；其次，政策核心的信仰則包括：府際關係、利害關係

人的參與程度以及經濟發展；最後，對立聯盟的次級觀點信仰則有：預算

執行方案以及環境保護。

在「東部地區民眾追求之生活目標」的規範性深層核心信仰方面，興

建蘇花高聯盟所重視的是，提昇「後山」長期以來面對區域發展的不均衡

所衍生遠遠落後於「前山」的地方建設，而環境保護聯盟追求的則是東部

地區坐擁上天賦予花蓮的自然景觀資源以及特有的社會人文景致，認為蘇

花高將會衝擊到原本就脆弱的自然生態環境，並使得原住民社區部落族人

的進一步疏離。



政策倡導聯盟架構之研究：以國道五號蘇花段高速公路為例 魯炳炎、張永明156

在「府際關係」、「利害關係人的參與程度」、以及「經濟發展」的

政策核心信仰方面，興建聯盟強調的是，希望行政院在興建蘇花高的同時，

應撥款協助地方預先完成七項相關的配套措施，以促進農業及觀光產業做

為興建之利基。而環境保護聯盟則認為，中央政府應廣納不同聲音，興建

蘇花高未必能夠促進地方經濟繁榮，並將衝擊特有觀光資源未來的競爭利

基，因為蘇花高興建完成後，當大台北地區前來休閒渡假的民眾可以當天

往返於台北和花蓮之間時，對於花蓮的衝擊有二，其一是對於住宿的需求

可能降低，其二是當大量人潮離去後，如果沒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則留給

花蓮的將只會是壅塞的交通和垃圾，此外，自然景觀的人為破壞也可能造

成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在「預算執行方案」與「環境保護」的次級觀點信仰方面，興建聯盟

主張，中央政府所編列的預算應儘速用於興建蘇花高速公路，並採用生態

工法施工，以消除各界疑慮；然而，環保聯盟則堅持環保署應該要採用更

嚴格的環境評估標準，並將所需執行之預算額度改提撥於因應地方基礎建

設之用，以不同的思維來促進東部區域發展。

根據前述政策倡導聯盟行動者及其信仰以及聯盟菁英信仰結構分析

可以得知，本研究個案的政策行動者概念已跨越傳統實證論觀點，而更為

著重於國家與社會的行動者所形成的策略互動關係以及其對於決策過程

之影響（Sabatier and Jenkins-Smith, 1999: 117-166）。除非原有的系統治

理聯盟因為外在動態事件的發生而被取而代之，例如：未來二○○八年的

總統選舉和二○○九年的縣長選舉結果，或者是二○○六年元月上任的行

政院長蘇貞昌有特定的政策傾向，否則在政策倡導聯盟架構內的政策核心

信仰還是會相當穩定，而且倡導聯盟也有可能在策略互動過程中，在其工

具性的政策信仰層次上做出讓步，以確保主要政策目標之達成（魯炳炎，

2004）。

然而，在其政策核心部分歷經前述所言之三個時期可以發現，兩個聯

盟在不同時期都針對可以運用之政策次級系統以及各項有利資源，以達到

聯盟所欲追求的核心價值。例如在環保及人文生態保護所聚集的強大輿論

壓迫下，促使政策次級系統以及造成興建蘇花高聯盟產生政策信仰的改

變，致使當時的行政院長游錫堃於二○○三年十二月十一日宣佈蘇花高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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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重大決策發生，政策次級系統的最後決策影響到該政策的走向。

綜觀上述個案之分析，可驗證本文第三個研究命題確實得以成立：「政

策菁英之規範性深層核心信仰並不會因為重大事件之影響而改變，但其政

策信仰則有可能因而改弦更張」。由政策菁英信仰的角度來看，筆者發現

在深層核心方面，在兩個聯盟對立爭執不斷的情況下，並未見到雙方成員

的深層核心信仰有任何動搖的情況發生。因此，雖然行政院政策管控協調

會報在二○○五年六月提出新十大建設檢討修正案，蘇花高等五項計畫緩

辦，但是對於蘇花高興建與否，十餘年來兩聯盟所建立的價值信念，因為

對立、衝突、折衝反而更為堅定，只是在政策變遷的過程中，不同聯盟內

部的行動者透過聯盟內和聯盟之間的互動而逐漸修正自己的次級觀點、甚

至是政策信仰，從互動調適經驗的累積，去形成新的信仰，而這種相互學

習的動態過程，在本個案分析當中所呈現出來的則是聯盟成員學習運用不

同的政策論證策略、方式或工具，宣達己方具備說服力與可行性的政策論

述。

本文檢視了蘇花高政策變遷過程中，興建聯盟與環保聯盟之間涉及政

策導向學習的產生、政策掮客的出現以及政策菁英信仰之轉變等等，用以

驗證三項命題，分別是：第一，透過學者專家介入所產生之政策導向學習，

經過社會輿論的發酵，對於政策目標之達成並無有效助益。第二，在贊成

與反對聯盟激烈競逐之情勢下，政策掮客的出現並無助於政策議題之解

決。第三，政策菁英之規範性深層核心信仰並不會因為重大事件之影響而

改變，但其政策信仰則有可能因而改弦更張。個案分析結果顯示，前兩個

研究命題並未能得到確切的證實，從而未能成立，而後者則在分析過程中

被檢驗出此種現象的確存在於本個案發展過程。

如同 Ellison (1998: 13) 所指出，政策變遷發生的原因有兩種，第一，

政策次級系統之外的系統變遷，新的治理團隊因為勝選而崛起、社會經濟

情勢或技術的改變、來自其他次級系統的政策決策及影響等；第二，政策

倡導聯盟會修正其信仰與行為以資回應政策次級系統之內的行動者。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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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son 所指出政策變遷發生的第一個原因在本研究個案分析雖然得到驗

證，然而由於政策菁英之規範性深層核心信仰並不會因為重大事件之影響

而改變，但其政策信仰則有可能因而改弦更張（研究命題三）得到印證，

本研究個案的分析結果出現背離 Ellison 所指出政策變遷發生原因之情勢。

然而，做為質性研究的個案分析，倡導聯盟架構理論之採用生動的豐富了

本研究的觀察角度，也提供了政策導向學習、政策掮客、以及政策菁英信

仰結構的不同層面，呈現出蘇花高這項交通部重大交通建設政策特殊的政

策變遷之地方情境系絡。

本文以上研究發現仍有其在類推性方面的限制，首先，儘管西方的倡

導聯盟架構理論和政策變遷發生原因能夠適用於本文蘇花高的個案分析，

本文三項研究命題仍有待後續研究者以不同政策領域的本土個案進行檢

驗。其次，政策掮客為何出現、如何出現，以及其與中央政策次級系統、

乃至於不同的倡導聯盟之間的互動與說服過程，仍有待實證研究的資料加

以佐證，不同的個案可能展現出不同過程之型態，這也會影響到本文研究

發現之類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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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Framework of Policy
Advocacy Coalition:

The Case of Su Hwa Highway

Bing-Yan Lu* & Yungming Ch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policy context of Su Hwa Highway in Hualien Coun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ree propositions by applying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The first proposition is that the involvement of academics and experts, based on
public opinion, is not beneficial to the achievement of policy goals. Secondly, the
appearance of policy brokers is not helpful to the solution of public issues when
different coalitions compete for diverse policy goals. Thirdly, pivotal events do not
change the normative core beliefs of policy elites, whereas their policy belief might
be influenced and changed. Thi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first two propositions
are not sustainable, while the third on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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